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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如何记住历史：中国经济学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时间尺度

杨虎涛

［摘要］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之所以必须 “挖掘历史”，是因为新范畴、新命题和新
理论的生长空间在于复杂性高、排他性程度低、必须容纳竞争性假说的领域，而这类领域天然具有
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历史维度研究分散于短期政策评估、计量史学的持久性研究
与传统历史学三个相互隔离的领域，尚未形成有效合力，而持久性研究本身也存在工具变量公地悲
剧、路灯效应等局限。要从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无论是文明基体的集体认知框架，还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自主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范畴与理论命题，需要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形成研究合
力。时间尺度是平衡理论抽象性与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论前提，不同的时间尺度有不同的问题导向和
因果机制且适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在文明史尺度上提炼中华文明基体的特征，推动文明史、制度
史、政策史三个尺度的知识协同生产，有助于建构具有主体性、可对话、可扩展的中国经济学自主
知识体系。

［关键词］时间尺度；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历史自然实验；文明基体；两个结合

一、引言

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历史是提炼范畴、形成命题的思想来源。新的经济学
范畴和命题，往往不是从既有理论的内部演绎中产生的，而是在既有范畴、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特定历
史现象时被倒逼而形成的。与此同时，历史也是发现机制的必备条件。因为社会科学无法进行严苛的
可控实验，历史进程就成为替代可控实验的开放实验场，通过长期的历史观察与跨情境比较，识别那
些在不同条件下反复被触发的因果机制，才能将经验规律提炼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历史在经济学研究中总会以自觉或不自觉、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存在。从短期的政策效果评估
到长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计量史的持久性研究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往往在实证方法上是一致
的，只不过其中的数据和对应事件的时间尺度不同而已。政策史尺度的研究以数年至数十年为窗
口，评估既定制度框架内的政策净效应；持久性研究则将时间窗口拉伸至数百年甚至千年，试图识
别历史事件对当代经济的长期影响。但两者本质上都是试图对开放实验进行因果分析，只不过在实
验的时间长度、数据来源等方面存在差异。

经济学之所以需要历史，是因为对于难以进行可控实验的社会科学而言，更适宜的科学观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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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伦式的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科学观，而不是欧几里得式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的科学观。① 前者强调多起点、
多路径、相互校验，不追求单一公理根基；后者强调从少数公理出发演绎全部真理，追求唯一、严
密。２１世纪以来，经济学明显表现出从欧几里得式的科学观向巴比伦式的科学观的转向，开始试
图从单一框架的演绎体系转向对情境、历史和跨学科证据更为开放的研究形态。② 其中，历史分析
尤其受到重视。虽然这种繁荣中仍然存在以理解历史本身为目标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和用计量方法进
行持久性研究的现代计量经济史学家之间的分歧③，但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经济学需要 “记住
历史”。

经济学以怎样的方式记住历史，决定了它能从历史中得到什么。当代经济学家记住历史的主要
方式是在持久性研究中探讨今天的结果和历史事件的关系，把历史事件转化为因果识别的来源，历
史的价值主要看其能否为当代问题的实证分析提供干净的外生冲击。这种方式的确可以突出经济学
的 “历史重要”，但如果 “记住历史”的方式是不区分时间尺度、在工具和数据导向下选择性地记
住特定时间段的特定事件、割裂时间尺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容易产生系统性的解释偏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
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④。在这里，“挖掘历史”不仅要在历史中寻找数据，更是要从历史
中提炼范畴、创新理论。如何挖掘历史、在哪个尺度上挖掘、用什么方式挖掘，会影响自主知识体
系建构的深度与广度。如果在记住历史的过程中放弃对不同时间尺度的观察分析、不能形成各个时
间段的研究合力、不能区分不同时间尺度的历史现象受制于不同的因果机制，就会丧失挖掘历史的
系统性。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节梳理当前中国经济学历史研究的三种形态；第三节建立时间尺度的分析框
架；第四节重点讨论如何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形成研究合力，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当代经济学如何 “记住历史”：现状与局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历史是经济范畴生成和命题检验的基本场所。亚当·斯密、大卫·李
嘉图乃至马克思的理论构建，无不深植于历史观察之中。即使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在
经济学还处在多元主义的时代，经济学家们也十分关注历史。约瑟夫·Ａ．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ｏｉｓ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就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
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者技术，而这些技术可以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 ‘理论’。三者合起来
构成我们所谓的 ‘经济分析’。”⑤ １９２５—１９４４年期间，美国三大顶级经济学期刊 （ＡＥＲ、ＱＪＥ、

ＪＰＥ）的经济史论文占比达到了峰值。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德布鲁、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物理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引入经
济学，由此经济现象被抽象为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理论的严谨性由数学推导的内部一致性来界
定。历史研究方法也被视为无价值的资料整理，甚至是一种天真的经验主义。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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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尔和诺斯等人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发起的计量史学运动，代表的只是历史学对经济学方
法的学习，而不是经济学对历史的重新接纳。即便如此，这场运动的成功也需要等待数十年。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年间，三大顶级期刊的经济史论文占比已从峰值锐减至低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成为经济史
研究的 “至暗时刻”。①

直至２１世纪历史才出现转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 “历史重要”的重申，以及计量经济学中
因果识别革命的爆发，经济学开始发生一场历史转向。经济学各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涌现出了
一大批历史类成果，而且其中大部分研究都依赖历史自然实验，涵盖经济增长与发展、环境经济
学、经济地理学、宏观经济学等。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期间，美国三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经济史论文占
比已经回升至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的鼎盛水平。不过，驱动这次转向的不再是历史学家向经济学靠拢，

而是经济学家主动转向历史，寻找能够解释当代经济问题的历史证据。从时间尺度上看，当前经济
学 “记住历史”的研究，不仅包含计量史学，而且涵盖以短期政策效果评估为核心的实证研究、涉
及经济学范畴和理论而跨越更长时段的传统经济史学研究。三者在方法工具、问题导向和数据资料
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

短期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技术储备最充分、论文产出最密集的领域。双重差
分、断点回归、工具变量、合成控制等因果推断工具被系统应用于农业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
策、财政转移支付、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等议题。这类研究在方法上高度依赖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框
架，先从既有理论推出可检验的假说，再以中国数据加以实证验证，最后在异质性分析中呈现中国
问题的偏差。这种研究尽管常常被诟病为 “跑中国数据”，不过从发现偏差的角度而言，也并非完
全没有价值。因为与既有理论、既有假说的不符，往往是产生新范畴的基础，而且此类研究虽然着
眼于政策冲击，但本质上也是通过大量累积短期政策效果评估，逐步记住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节点。
对于 “挖掘历史”而言，它有聚沙成塔的功能。其缺陷主要是往往止步于政策评估，在追问 “为何
在中国呈现这种效果，这一效果背后的制度条件从何而来”时表现得过于简略。而这类研究本身就
具有热点效应且各分支学科领域选择的切入点本来就分散，如果实证结果无异常的反直觉发现、异
质性又呈现为常规化，这类研究对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体系，就往往难以形成
有效的合力。

计量史学以长期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是当前数量增长最快、影响最广的历史经济研究类型。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采用历史自然实验的方法进行持久性研究。所谓历史自然实验，是指利用历
史上偶发的、非预期的事件作为准实验的分组机制，识别历史事件对经济结果的因果效应。按照研
究目标的不同，历史自然实验的应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经济史学家的传统重点问题为导向，
用现代计量工具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例如利用地轴振荡分析新石器革命中农业起源的驱动
因素。② 二是检验既有经济学理论，例如以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南北差异为实验检验幼稚产业保
护假说。③ 三是建立历史事件与当代结果的因果链接，即持久性研究，其典型逻辑是以某一特定历
史事件的外生冲击为处理变量，检验其对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经济结果的持久效应，例如以殖民者
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识别殖民制度类型对当代人均ＧＤＰ的因果效应④。在这三种类型中，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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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数量增长得最快，其影响最广。
然而，历史自然实验方法往往存在如下问题。从方法本身看，历史自然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的

应用，面临三类典型风险。一是外生性虚假：历史上看似外生的事件，往往发生于特定的地理、制
度和政治结构，而这些背景条件可能与被解释变量本身相关，从而削弱工具变量的排他性。二是工
具变量的公地悲剧：一个历史工具一旦被证明有效，就会被不断地复制使用，长期累积之下这不仅
可能耗损其识别稀缺性，也会放大同类研究之间的依赖与偏误①。三是伪显著：研究者在历史材料
中反复搜寻潜在工具变量时，容易从大量尝试中挑出偶然显著但识别力不足的变量，从而产生看似
成立、实则不稳健的因果推断。从结果上看，历史自然实验方法也有两个弊端。一是研究问题的结
构性偏向。只有那些恰好存在可构造外生变量的历史问题才会被研究，这样会形成所谓的 “路灯效
应”（ｓｔｒｅｅｔｌ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即只看有数据的地方，将历史视为寻找识别变量的采石场②。二是历史材
料的单向度化。因为历史自然实验方法往往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化为可量化的处理变量和结果变
量，这就需要将丰富的历史压缩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③ 在工具导向下，经济学家在记住历史的
同时，也选择性地压制了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冲动。

因此，持久性研究虽然看起来是在探寻历史的长期影响，但在计量方法导向下，面临的困难更
多，其信度也更差。因为时间跨度越长，变量在历史中发生性质转变的可能性越大，持久性也就越
低，识别偏误也就越大。格雷戈里·凯西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ａｓｅｙ）与马蒂亚斯·克伦普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Ｋｌ－
ｅｍｐ）指出，持久性研究的回归系数存在系统性上偏，且时间跨度越长，偏误越大。④ 例如，萨斯
卡·Ｏ．贝克尔 （Ｓａｃｈａ　Ｏ．Ｂｅｃｋｅｒ）和卢德格·沃斯曼 （Ｌｕｄｇｅｒ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研究的是宗教改革
时期的新教传播对当代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持久影响⑤，但新教化程度在历史中具有较高的持
久性，历史与现代测度指向的是同一特征、偏好或态度，凯西和克伦普等人的修正使其系数仅
下降了９％。但在达龙·阿西莫格鲁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人关于殖民者死亡率的研究中⑥，殖
民制度安排与当代制度质量之间跨越了独立运动、制度重建、政治转型等多个历史环节，殖民
制度的持久性远低于新教化程度，修正之后的系数就需向下调整约６７％，这意味着在原本识别
出的殖民制度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中，有将近大半是由传递损耗造成的统计放大。

经济学记住历史的第三种方式集中于传统经济史学研究。这类研究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
跨度上捕捉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尝试提炼具有理论意涵的分析范畴。与前两者不同的是，
这一传统天然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体意识，其代表性学者在长时段、大跨度的历史观照中，尝试
提炼了一系列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学术范畴。例如，吴承明在对明清市场网络与近代中国资本主
义演进的考察中，提出本土市场内生性演进等命题，强调中国近代经济并不是单纯由外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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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Ｍｏｒｃｋ，ａｎｄ　Ｂ．Ｙｅｕ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６６７８，２０１１．
Ｄ．Ｃａｎｔｏｎｉ，ａｎｄ　Ｎ．Ｙｕｃｈｔｍ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６７５４，２０２０．
Ｇ．Ａ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ｔｕｎｅ’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０：９９６－１０２７．
Ｇ．Ｃａｓｅｙ，ａｎｄ　Ｍ．Ｋｌｅｍｐ．“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ｏｒ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８７１６，２０２１．阿西莫格鲁等人用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的研究存在时间间隔问题：工具变量 （殖民者死亡率）影
响的是１８００年左右的制度，但回归中使用的内生变量是１９９０年代的制度质量，中间跨越了近２００年。由于制度持久性不完
美，传统ＩＶ估计存在偏误 。凯西和克伦普发现，传统２ＳＬＳ估计的殖民者死亡率通过制度对当代收入的影响系数约为０．４３３，

修正后的长期效应约为０．１４４，即修正后的效应约为传统估计的３３％，下降了约６７％。

Ｓ．Ｏ．Ｂｅｃｋｅｒ，ａｎｄ　Ｌ．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Ｗａｓ　Ｗｅｂｅｒ　Ｗｒｏｎｇ？Ａ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
ｐ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２４ （２）：５３１－５９６．

Ｄ．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９１ （５）：１３６９－１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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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塑造的，而是内部要素在超长时段中耦合、流变的结果。① 赵德馨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史
的长期系统研究，提出了包括独立与富强双重任务、社会转型期经济二元结构演变等命题。② 叶
坦则立足于经济思想史的宏观视野，通过对富国安民、义利之辨等古典文献的考证，系统分析
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传统经济理性、官民共济等观念。③ 这些概念和命题不仅对理解历史，
而且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较高的启发价值。但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要求来看，这
一传统在提供概念和思想支持的同时，也面临着历史叙事、文献考据与经济学分析范畴之间的
语义障碍，它们虽然在定义上表现出高度的历史特定性，但缺乏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要
关注、充实和应用。这就使其学术对话与传播主要局限于历史学家与思想史学者。

这三种研究形态在特定的时间尺度上进行，分别形成了具有鲜明学科标识的阵营。但从
“记住历史”的角度看，短期政策效果评估研究在聚焦于政策史的短尺度问题时，会将更长时段
形成的结构性条件视为给定背景。计量史学的持久性研究则在技术工具主义导向下，往往将复
杂的历史演化裁剪、压缩为单一回归方程中的控制变量与外生冲击，割裂了不同时段之间复杂
历史事件的累积因果联系。传统经济史学研究虽然敏锐地触及了历史的深层结构、文明基体与
长时段的演化逻辑，但因缺乏与现代经济学对接的接口，其丰富的学术洞见难以成为经济学的
分析性范畴，因而止步于史学的叙事框架。

在经济学对历史的考察中，分割式的研究路径会造成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层级经验而无法
形成有效对话，直接导致研究者难以区分、提炼历史进程里范畴、事实与规律当中的 “变”和
“不变”。如前所述，经济学需要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科学和进化生物学一样，不能
进行可控实验，因此，经济社会的历时进程就成为替代可控实验的开放实验。对这种根本没有
设计、没有控制的开放实验而言，只记录实验进程和结果而不提问或者错误地提问，都不能形
成范畴和理论。社会科学需要依托长期历史进程开展比较分析，通过回溯与对照提炼因果机制
假说，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进行比较分析，不仅需要就当下进行 “功能发问”，还需要 “向前发
问”追问起源，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范畴和理论假说。批判实在论所倡导的 “历史发问—比较
观察—回溯假说”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时段的历史现象，识别特征差异与驱动因素，借助回
溯法提出因果机制假说，将假说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和开放的未来中进行验证，形成兼顾普遍
性与历史特定性的解释。这意味着，历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于，既要为发问提供 “如
何而来”的历史维度，又要为界定 “变”与 “不变”提供观察基础。

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一向重视时间尺度。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一般可
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分别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作用，只有将三种时段结合起来研究，
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④ 经济学要记住历史，就不能固守单一时间尺度，而要让长、
中、短尺度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在不同的尺度上形成彼此的 “滋养”；充分挖掘不同时间尺度
中不同历史材料的理论价值，避免分割式历史研究带来的偏误。

三、时间尺度的层次结构：历史分析的认识论基础

（一）时间的尺度：从布罗代尔、威廉姆森到霍奇逊
历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者，尽管其问题意识各异，但都意识到了时间尺度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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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８－９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赵德馨在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１８４２—１９４９）》等著作中指出，近代中国未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与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
于缺乏完整的国家主权，并认为无独立则无富强，富强是独立的保障。

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１８５－１９１、２４－６０、１４４－１９１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１。

陈争平：《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载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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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费尔南·布罗代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区分了以地理生态结构为内容的长时段、以经济周
期与社会结构为内容的中时段、以政治事件为内容的短时段，认为在错误的时间尺度上提问必
然会产生解释偏差。① 保罗·皮尔逊 （Ｐａｕｌ　Ｐｉｅｒｓｏｎ）也认为，在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对短期可观
察变化的偏向会遮蔽真正决定结果的深层慢速机制。② 在道格拉斯·Ｃ．诺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那里，制度变迁的速度也因制度形态不同而不同，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以世纪计，而正
式制度的变化则要快得多。制度是经济行为的基础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激励结构与长期经
济绩效，因此，制度被诺斯称为 “根本性约束”。③

或许是不满于诺斯这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含糊，同时为廓清 “根本性约束”的层级结
构，奥利弗·威廉姆森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将时间尺度分为四个分析
层次：以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为内容的嵌入性层 （Ｌ１，变化周期为数百年到千年）、以产权、政
体、司法为内容的制度环境层 （Ｌ２，数十年到百年计）、以契约与治理结构为内容的治理层 （Ｌ３，数
年到十年计）、以价格与数量为内容的资源配置层 （Ｌ４，连续的时间调整）。按照威廉姆森的框架，不
同的时间尺度适用于不同的理论分析。交易成本经济学仅在数年到十年计的治理结构这一层级上。既
然诺斯称制度是根本性约束的，那么威廉姆森就干脆将其命名为一阶约束 （１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ｚｉｎｇ），
并将这一形成与变迁需时 “数十年到百年计”的领域交给了产权经济学。而最短的、连续调整的时间
尺度，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委托代理理论的适用尺度。

在威廉姆森的时间层次中，在用某一适用理论分析某一针对性层级时，高层对低层的关系是单向
给定 （见表１）。例如，将Ｌ１ （嵌入性层）定性为非计算性的、自发的，就是将这一时间段的制度产
物处理为外生的文化背景，因此分析产权时就要把Ｌ１ （嵌入性层）视为给定不变，分析治理结构时
必须将制度环境视为给定，以此可以类推。层次之间的动态互动并不在威廉姆森考虑的范围内。

　表１ 制度的经济学④
制度的经济学层次 分析内容 时间变化频率 （年） 分析目的

Ｌ１
嵌入性层 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
规范、宗教 数百年到千年 往往是非计算性的、自发的

Ｌ２
制度环境层 博弈的正式规则———尤指
产权 （政体、司法、官僚体系） 数十年到百年计 使制度环境趋于合理，一阶

约束

Ｌ３
治理层 博弈的运行———尤指合约 （使
治理结构与交易相匹配） 数年到十年计 使治理结构趋于合理，二阶

约束

Ｌ４
资源配置层 资源配置与就业 （价格与
数量；激励对齐） 连续调整 使边际条件趋于合理，三阶

约束
对应学科：Ｌ１：社会理论　Ｌ２：产权经济学／政治理论　Ｌ３：交易成本经济学　Ｌ４：新古典经济学／委托代理
理论

与威廉姆森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杰弗里·Ｍ．霍奇逊 （Ｇｅｏｆ－
ｆｒｅｙ·Ｍ．Ｈｏｄｇｓｏｎ）提出的凡勃仑制度主义则秉承了凡勃仑的本能传统，将制度演化纳入本能—习
惯—习俗—制度四个层次的分析框架。⑤ 四个层次对应的分析范围和行为主体不一样：本能和习惯
是个体层面的，但本能是在群选择中跨代传承的，习惯则贯穿单个主体的生命周期。习俗是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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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２９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１－２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道格拉斯·Ｃ．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１０７页，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资料来源：Ｏ．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２０００，３８ （３）：５９７。

杰弗里·Ｍ．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１７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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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共同体的共有知识。制度则涵盖第三方强制实施、可处理匿名交往的规则体系。在问题指向
上，对本能的发问指向行为倾向的演化起源，对习惯的发问指向个体行为模式的形成机制，对习俗的
发问指向非正式规范在小共同体内如何形成并跨代传递；对制度的发问则指向涵盖第三方强制执行的
正式规则体系如何在历史上出现并演化。

与威廉姆森将不同层级交给不同理论不同，霍奇逊认为制度分析既要承认重构性向下因果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因为慢速层次会长期约束快速层次，同时又要体现累积因果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原则，刻画快速层次的持续叠加以极缓慢的速度塑造慢速层次。① 这与约
翰·Ｒ．霍尔 （Ｊｏｈｎ　Ｒ．Ｈａｌｌ）的观点有类似之处。在霍尔看来，不同尺度有各自相对自主的时间节
奏，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论，而是相对自主性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中的相互关联。②

本能—习惯—习俗—制度四个层次对应不同的时间尺度。对本能的追问，需要把时间尺度推至
史前史，分析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倾向的生物演化起源。对习惯的追问，时间尺度就收缩至个体的
生命周期，分析对象是特定环境如何塑造稳定的行为模式。对习俗的追问，时间尺度就扩展至小共
同体的跨代积累，对象是非正式的规范如何在社会互动中沉淀为集体共识，并在没有第三方强制实
施的条件下维持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秩序。对制度的追问，时间尺度就需要在习俗经济逐步被市场经
济取代之后。相较于以小共同体为单位的习俗经济，这一阶段的市场经济存在国家、军队、法庭这
类第三方强制实施的力量。匿名交往的规则体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在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中演化
就是这一尺度中不可回避的主题。

（二）历史经济分析的时间尺度框架
如果将威廉姆森和霍奇逊的两套框架进行对照，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对应关系。霍奇逊的本能层

次即人类行为倾向演化形成的阶段，是威廉姆森框架中嵌入性层 （Ｌ１）的向上扩展，属于史前史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尺度③。霍奇逊的习惯—习俗层次对应的，则是威廉姆森的Ｌ１，也即嵌入性这一层。
霍奇逊的制度层次与威廉姆森的制度环境 （Ｌ２）基本对应。如果借助波兰尼的 “嵌入”和 “脱嵌”
概念④，霍奇逊的习惯—习俗层次和威廉姆森框架的 （Ｌ１）层次，就是在市场经济未形成之前的习
俗经济，也即 “嵌入”的阶段。鉴于这一阶段的漫长，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史尺度。在 “脱嵌”之
后，无论是霍奇逊的制度，还是威廉姆森的制度环境 （Ｌ２），则集中于正式制度的形成时期，我们
也可以称之为制度史尺度。而威廉姆森的Ｌ３与Ｌ４则可以被视为政策史尺度，因为治理结构与价
格机制都属于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运行层面，会受政策的影响而调整。

史前史、文明史、制度史和政策史的时间尺度，是问题导向下的参照体系，而不是对历史的静
态分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化史对应史前、文明史对应古代、制度史对应中世纪至近代、政策史对
应当代。传统历史学的分期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强调连续性，但往往容易产生研究的割裂和视野的遮
蔽。而大卫·克里斯蒂安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提出的 “宏观史” （ｍａ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ｉ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要
旨，就是主张研究者不要被惯常的时间框架束缚，要进行 “尺度的游戏”（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ｏｆ　ｓｃａｌｅｓ），即

—９１—

①

②
③
④

向下因果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本是进化论术语，霍奇逊将其延伸来分析制度等高层结构约束个体行为、规定个体能做什
么，而重构性向下因果则是指制度通过塑造习惯，实质性地改变个体的偏好与倾向，使个体向成为什么发生转变。参见

Ｇ．Ｍ．Ｈｏｄｇｓｏｎ．“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２７ （２）：１５９－１７５。

Ｊ．Ｒ．Ｈａｌｌ．“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ｍ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８０，１９ （２）：１１３－１３１．
史前史在霍奇逊的语境中，等同于演化史，下文同。

在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中，嵌入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指在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经济不是独立领域，而是嵌入在社会关系、

宗教习俗和文化规范之中 。而脱嵌 （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则指进入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之后，经济成为独立的、支配性的力量。在波
兰尼看来，彻底的脱嵌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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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不同尺度间的移动作为一种认知策略。① 也就是说，同一历史时期内的经济现象，可以在多个
尺度上同时被分析；同一类型的研究问题，无论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也可能属于同一分析尺度。
尺度的归属由问题的性质决定，而不是由事件发生的年代决定。例如，文明史尺度和制度史尺度的
区分，不是按照古代、近代这种标准划分的，而是按照分析对象的性质来界定的。制度史尺度分析
的是正式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有第三方强制执行、可以通过政治决策改变的制度安排，而不管它
发生在什么时期。科举制度何时建立、唐代科举和明代科举有哪些规则变化、科举废除如何影响了
地方精英结构，都是制度史尺度的问题，因为它们追问的是正式规则的形成、演化与路径依赖。但
文明史尺度分析的是集体认知框架，是内化在共同体成员习惯与预期中的行为倾向和价值判断。科
举制度本身是制度史尺度的问题，但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在中国延续一千三百年，这背后的 “士”文
化如何内化为集体认知、如何使科举制度正当化不言而喻，就是文明史尺度的问题。简言之，制度
史尺度研究规则是什么，文明史尺度研究人们为什么认为这个规则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重构向下因果的原则，制度史尺度的主题分析，正式规则的形成、演化与路径依赖，要以
文明史尺度形成的集体认知框架②和信念为约束因素而不是给定条件。一项制度史尺度的研究的故
事背景可以是古代也可以是现代，但其前置的文明史尺度问题不一样。汉代盐铁专卖制度的形成与
演变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提出的是同一性质的问题，都是正式规则如何在政
治博弈与经济约束下演化，因此都属于制度史尺度的问题。但前者要求研究者预设一个以农耕文
明、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文明基体；后者则要求预设一个正在经历工业化、市场化转型和全球化融入
的现代文明基体。认为古代的问题天然属于文明史或制度史尺度、当代的问题天然属于政策史尺
度，就是把经济分析的时间尺度理解成了历史分期。

据此，我们可以把历史经济分析区分为四个时间尺度③ （见表２）：
一是演化史 （也称史前史）尺度。分析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倾向的生物演化起源，包括时间偏

好的形成、损失厌恶的适应性根源、合作与互惠的进化逻辑等。在这个尺度上，理论工具主要来自
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考古材料提供间接证据，基因数据和跨文化心理学实验提
供直接证据。持久性研究在这一领域有所涉及，例如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数据解释新石器革命④；
内森·农 （Ｎａｔｈａｎ　Ｎｕｎｎ）甚至认为，应当结合生物和文化进化理论来解读人类历史⑤，两者对社
会经济现象的历史持久性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演化史尺度的分析揭示的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共同底层
逻辑，但在解释不同文明在政治、经济上的多样性方面的贡献有限。

二是文明史尺度。分析对象是在超长时段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的集体认知框架与
经济伦理，给定条件是演化史尺度形成的行为倾向。它对应霍奇逊框架中的习俗层次，也对应威廉
姆森Ｌ１层的实质性内容。这个尺度上形成的结构，包括对产权边界的理解、对陌生人交易的信任预
期、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认知、对商业活动的道德评价等，是无数代人在特定生态条件、地理环
境、族群互动中通过累积因果反复强化后沉淀下来的集体认知框架。根据霍奇逊的重构向下因果，这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ａｃ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ｏｆ　Ｓｃａｌ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０５，４ （１）：２２－５９．
认知框架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和心智模型 （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来自诺斯与邓扎乌的心智模型 （ｓｈａｒｅ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概念，

指人们用来理解和诠释世界的共享概念结构，包含对因果关系的基本判断和对制度正当性的认知等。

第二节的分类中，我们并未将这一类别单独列出，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没有涉及演化史尺度的分析。对于合作倾向、公平倾
向这类主题的研究，以叶航等人为代表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也积累了相关成果，但这种研究主要是通过仿真模拟实现，在
方法和结论上与桑塔费学派接近。因此，我们未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列出。

Ａ．Ｍａｔｒａｎｇａ，ａｎｄ　Ｌ．Ｐａｓｃａｌｉ．“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Ａ．Ｂｉｓｉｎ，ａｎｄ　Ｇ．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２１，ｐｐ．１２５－１４７．

Ｎ．Ｎｕｎ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Ａ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Ｐａｓｔ　ｔｏ　Ｉ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８３：１５７－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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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框架一旦形成，就会通过影响个体习惯的形成环境，对制度选择和政策效果产生持续的约束。它约
束的不只是行为者能做什么，而且会约束行为者在认知上认为什么是正当的、可行的。

三是制度史尺度。分析对象是正式规则的形成、演化与路径依赖，给定条件是文明史尺度的集
体认知框架。它对应霍奇逊框架中从习俗向制度的转化，也对应威廉姆森Ｌ２层的制度环境。商帮
制度从商业习惯向行业规范的演化、土地制度从习惯性占有向法律确认的转变、货币制度从民间信
用网络向国家背书体系的变化，都是这一尺度的典型分析对象。这些制度的型构过程既受到文明史
尺度集体认知框架的约束，又受到具体历史条件下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塑造。不同文明基体会产
生不同的制度演化路径，这是制度多样性形成的根本原因。

四是政策史尺度。分析对象是既定制度框架内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效果评估，给定条件是制度史
尺度形成的制度环境。它合并了威廉姆森Ｌ３与Ｌ４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的设计、
货币政策的传导、贸易战的冲击等，都是这一尺度的分析对象。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合成控制、
平行趋势检验等现代计量方法在这里被大量使用，回答政策产生的效果及其传导机制。

　表２ 历史经济分析的时间尺度框架
层次 分析内容 时间量级 任务

演化史尺度
（史前史）

本能层，威廉姆森框架的向上延伸
分析对象：人类经济行为倾向的生物演化起源 万年以上 揭示人类经济行为倾向

的起源

文明史尺度 习俗层，威廉姆森的Ｌ１
分析对象：集体认知框架 数百年至千年 提炼文明基体特征

制度史尺度 制度层，威廉姆森的Ｌ２
分析对象：正式规则的演化 十年至百年 识别 制 度 变 迁 的 因 果

效应

政策史尺度 治理层，威廉姆森的Ｌ３＋Ｌ４
分析对象：既定制度框架内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效果评估 数年至十年 评估政策净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个时间尺度同时构成一套层级嵌套、动态传导的分析结构：演化史尺度形成的行为倾向，是
文明史尺度集体认知框架和信念形成的生物前提；文明史尺度沉淀的集体认知，又是制度史尺度正
式规则演化的无形基础；制度史尺度形成的路径，又决定了政策史尺度的政策工具效率。在累积因
果与重构性向下因果的视角下，慢速层次形成的结果会持续约束快速层次，快速层次的长期叠加又
极缓慢地重塑慢速层次。

不同时间尺度共同构成一个层级体系的分析框架，集体认知约束制度选择，但文明史的集体认
知形成的机制不适用于政策史的政策效率研究。即便在宏观经济学内部，经济学家也早已认识到时
间尺度的异质性决定了机制的异质性。短周期的机制解释不能直接用于长周期，长周期理论也不能
用短周期工具来检验。短周期在每个商业循环中存在，长周期在多个短周期的积累中运行；两者同
时发生但机制性质不同，同样也是层级嵌套、动态传导的。①

从时间尺度的角度看，当前经济学中的历史持久性研究面临的真正困难，是建立跨时间尺度传
导机制的解释。在大量的持久性研究中，即使统计上的持久效应存在，也没有说明效应通过哪个层
次、经由何种机制、在哪个时间窗口完成传导，难以区分 “冲击改写了深层结构”与 “冲击激活了
既有深层结构”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因果路径，其结论的理论含义也因此是模糊的。这就会导致
大量持久性研究会 “仪式化地诉诸文化机制 ”（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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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在发现某个历史冲击产生了持久效应，但在无法说清楚传导机制时，就笼统援引 “文化”作为
黑箱解释，声称文化在代际传递中维系了这一效应，而不去真正论证文化通过何种具体路径、以何
种速度、在何种条件下完成了这一传递。而且缺乏时间尺度的解释，也需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大量的
剔除、压缩甚至忽视。例如，Ａｓｈｒａｆ和Ｇａｌｏｒ认为，人类走出非洲时形成的基因多样性是当代财
富的核心决定因素，与人均ＧＤＰ呈倒 Ｕ型关系：中等多样性最有利于发展，多样性过高破坏社会
凝聚力，多样性过低阻碍创新。① 从实证检验看，该论文的机制清晰且可被检验，无论是１５００年
前工业化时代的人均ＧＤＰ估算值，还是２０００年的现代人均ＧＤＰ数据，两个时点的回归结果都支
持基因多样性与人均ＧＤＰ呈倒 Ｕ型关系的结论。但这显然忽视了大量历史事件尤其是移民、殖
民、气候冲击等方面的影响。而在补充了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和 Ｗｅｉｌ等人的国家历史解释之后，它才具有
更强的说服力。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和 Ｗｅｉｌ等人指出，某地的国家历史长短未必重要，研究重要的是当代
人口祖先所经历的国家历史。新大陆有９７％的人口的祖先来自其他地区，欧洲则有９７．５％的人口
祖先在１５００年前就生活在当地。经移民调整后，国家历史与农业起源时间对当代收入的预测力大
幅提升。② 而这种解释其实指向的机制是，不是基因本身决定财富，而是长期国家权力的历史积累
使社会规范内生化，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集体行为预期。Ａｓｈｒａｆ和Ｇａｌｏｒ用演化史尺度的变量
基因多样性解释当代经济绩效，就跳过了文明史尺度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和制度史尺度的国家权力的
积累这些中间传导环节。

四、时间的尺度体系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一）挖掘历史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
经济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特定性。不同社会的不同经济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空间的经济

活动无法用一个 “通用理论”解释表现为从马歇尔对 “经济理论不是一整套具体真理，而是发现具
体真理的发动机”③ 的判断，到罗德里克强调经济学的进步不是在纵向上逼近唯一理论而是在横向
上扩充情境化的模型库④，以及亚科·库里科斯基 （Ｊａａｋｋｏ　Ｋｕｏｒｉｋｏｓｋｉ）与卡泰里纳·马尔基奥尼
（Ｃａｔｅｒｉｎａ　Ｍａｒｃｈｉｏｎｎｉ）等人倡导的巴比伦式的科学观。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只有在方法论意义
上保持特定性和一般性的折中，才能使经济学具有可扩展性。

特定性和一般性的折中调和并不是没有原则。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之一，就体现在理论的
排他性 （ｅｘｃｌｕｄａｂｉｌｉｔｙ）程度上。自然科学的排他性较强，表现为一种理论一旦得到证实，与之竞
争的假说通常会被排除。相比之下，经济学的理论排他性较弱，表现为多种解释框架往往可以同时
成立、并存，难以通过单一标准彻底排除其他假说。而经济理论的排他性程度与理论抽象性和现实
的复杂性相关：哪些问题可以容许更高的抽象性而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经济理论就具有更高的排
他性；反之，哪些问题需要包容更高的复杂性，而不能容许过高的抽象性，经济理论就具有更低的
排他性，可以允许多种范畴、多种命题和解释框架的竞争性解释。简言之，经济理论的排他性与复
杂性成反比。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就在于历史可以在理论的抽象性过高时，呈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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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复杂性，从而倒逼经济理论进行调整。正如蒙代尔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时空条件的变迁，曾经
有效的模型也可能失效，模型的取舍最终要依据经验相关性与公理自洽性来判断。① 从分析层次和
时间尺度的关系来考察，经济学的微观分析中的排他性程度最高，竞争性假说大多能够被有效排
除，尤其是在短期问题研究中。与之相反，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往往难以实现假说的排他性。因
此，简单的应用微观经济学问题从历史研究中的获益有限，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则更需要历
史视角的支撑。举例来说，财政部长在测算葡萄酒税的预期收益时，可获得接近自然科学精度的结
论。但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福利效应，因其涉及多重维度与相互竞争的解释假说，便无法在单一理
论框架内作出判定。② 而在复杂问题上，历史知识就能够提供额外的经验信息，这样可以提升理论
的解释力。总体来看，时间尺度越长，复杂度就越高；复杂度越高，理论的排他性就越低，可行的
模型与解释路径就越多，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就越是必要、可行。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抛弃既有经济学知识的概念、问题和理论范
式。自主知识的目标在于确立对话双方的对等地位。引入本土经验和本土视角，一是要确立本土知识
生产的独立主体性，二是要获得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平等话语权，而不是将本土经验视为主流网络的
补充材料，或者建构一个对立的封闭体系。从自主、平等出发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易于
生长新范畴、新命题和新理论的，就应该是那些复杂度高从而排他性程度低的，可以、也必须容纳竞
争性假说的领域。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要 “挖掘历史”的根本原因。

（二）文明史的提炼为何重要
如前所述，尽管政策评估、计量史学和传统经济史学三种类型的研究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成

果，但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目前这三种类型的研究还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生产
体系，而是分属不同群体的三个部分。这固然有知识专业化细分的必然，但对于一个知识体系而
言，“分”的目的是为了 “合”。将系统简单化地分离，并以还原论的方式进行研究，其目的只是为
了更清楚地了解单个系统的性质和构成。它只能成为一个探索复杂现象的必要阶段，而不应成为理
论的最终目的。正如阿弗里德·马歇尔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指出的那样：“必须完全同意孔德的看
法……孔德的一大贡献是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家们单一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
然科学家们的单一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③

文明史尺度的系统提炼，是促进三种类型研究有机融合的关键环节，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
需要突破的地方。这是由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排他性程度低、必须容纳竞争性
假说的复杂问题，才是新范畴与新命题生长的空间，而文明史尺度恰恰在这一维度上具有其他尺度
无法替代的优势。从文明史尺度系统处理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将这种独特性转化为对制度分
析和政策分析的前置影响因素，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突破口。因为只有在与既有范
畴、命题和理论框架对比中发现 “不符”时，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可对话的范畴、命题和分析框架。
而文明史的跨度，恰好在高复杂性、低排他性上为可对话的范畴、命题和分析框架的形成提供了生
长空间。

文明史提炼基础命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阿夫纳·格雷夫 （Ａｖｎｅｒ　Ｇｒｅｉｆ）关于马格里布商人
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④ 格雷夫关于马格里布商人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经济主体在历史互动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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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享信念系统，决定了经济组织的形态与边界。集体主义信念产生多边惩罚机制，使得群体内部
合作得以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条件下维持；个人主义信念产生双边合约机制，使得陌生人之间的交易
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他进而论证，欧洲个人主义信念体系在经济组织上的优越性，是西方走向
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根源。

格雷夫的分析有三个前提假设：第一，信念系统在族群边界内是同质的。格雷夫把马格里布商
人作为一个内部信念高度一致的分析群体，多边惩罚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
同一套关于违约惩罚的预期。这一前提隐含的假设是：信念系统是在相对封闭的族群边界内形成和
传递的。第二，集体主义信念导致经济组织边界封闭或收缩。格雷夫的比较制度分析得出的结论
是，集体主义信念产生的组织形式在扩展能力上不如个人主义信念产生的双边合约机制，因为前者
依赖群体内部的多边惩罚，而后者能够通过正式合约扩展到任意规模的陌生人交易。这一结论的隐
含指向是，所有集体主义信念系统在组织扩展能力上都有局限性。第三，制度演化路径是单向趋同
的。格雷夫的历史分析隐含着一个进化论式的叙事：从集体主义的非正式约束走向个人主义的正式
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路径。

如果自主知识体系是一种对话而不是一种对抗，那么怎样的中国研究才能形成与格雷夫研究的
对话呢？显然，我们不能照搬格雷夫的二分法比较。因为中国文明基体是在超大规模地理空间内，
在高原、雪原、中原和山地之间，在农耕、游牧、渔猎民族的反复融合中形成的。这种跨越地理与
族群边界的长期互动，发展出了能够持续的包容性信念结构。格雷夫的三个前提假设，对于在相对
封闭族群边界内的马格里布商人群体是成立的，但对于在超大规模多元族群融合中形成的中华文明
基体则难以成立。因为对中华文明基体而言，信念系统不是在封闭族群边界内同质传递的，而是在
多元融合中形成的开放性结构；集体主义信念的组织扩展能力不是由集体主义本身决定的，而是由
信念系统的包容性程度决定的。包容性高的集体主义信念也可能在不依赖正式法律的条件下维持和
扩展大规模跨族群商业网络。

如果基于中华文明基体的文明尺度提炼相应的分析范畴，那么和格雷夫的对话就可以围绕两个
命题展开：其一，信念系统的分析需要引入包容性程度，而不能只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
立中展开；其二，信念系统的形成机制需要被追溯至文明史时间尺度的累积因果过程，而不能只
在制度史时间尺度上进行比较。因为同一时刻观察到的信念差异，是由不同文明基体在长时间
周期内通过不同累积路径形成的。这不是对格雷夫框架的全盘否定，而是从中国历史经验出发
的一种可对话、可扩展的理论创新，这正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该追求的。因为在文明史的时
间尺度上，更有可能被视为普遍的前提其实是特定文明积累的产物，以便提炼出具有竞争性的
替代范畴。在文明史尺度上系统提炼文明基体的核心特征，有助于为制度史和政策史尺度的研
究提供解释框架的基础，使中国经验中的很多 “不符”逐步转化为具有理论含义的可对话命题。

（三）从历史深度到理论高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短期政策影响上，即第一种形态的研究。从时间尺度

的层级关联性看，这类研究要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来源，可以经由向上追问，
完成更具有历史纵深和中国特色的范畴、命题和分析框架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中的若干独特现象，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扩散、乡镇企业的兴起与转型、特区模式的
点—面推进、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和效果等，都需要超越短尺度视角，在制度史尺度的路径依赖中
找到解释，在文明史尺度的认知框架中获得理解从 “为什么某个政策在某个地区、某个时段、某类
主体有效”向前发问到 “为什么这个政策在中国有效而在其他国家无效”，进而追溯 “这种有效性
的制度条件从哪里来”，最终考察 “这种制度条件与中国文明基体的哪些特质相关联”。通过这种在
不同尺度上对不同问题形成的不同解释，把政策史尺度的实证研究结论和中华文明基体的关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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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制度长期演变过程中的路径创造和路径依赖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在不断累积因果的过程中提
出新范畴、新命题，这样逐步地累积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在政策史尺度上对１９７８年小岗村包干到户的试点与此后历年中
央农村政策文件进行研究，其中，微观底层是基层农户的生产决策，可观察的结果是粮食产出、农
户经营行为的短期变化，时间窗口在十多年以内。政策效果之所以能够迅速显现并持续扩大，如果
单纯从政策的激励结构去诠释，就仅仅是一个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激励叙事。分析视野触及
制度史尺度时，就能为承包制确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制度设计找到来源，即明清以来田底
权与田面权二分这一长期存在的土地权利结构。但故事至此，仍然是一个充满疑虑的路径依赖叙
事。我们如果再向上追溯到文明史尺度，就会发现家户本位的经营方式、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伦理
预期、基于熟人关系的契约履行机制构成了一种底层的集体认知框架。它使恢复家庭经营在认知上
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这正是承包制能够在短时间内于全国范围迅速推广的认知前提。相
较于仅从产权效率角度解释承包制成效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或仅停留在田底、田面权历史考据的传
统史学研究，三个尺度的衔接分析就形成了更为体系化的叙事。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尺度的研究
也能在问题层面实现交融。

在历史分析尤其是文明史尺度的历史分析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其他理论传统难以替
代的方法论优势。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科学方法。他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把制度史的分析嵌入文明史演化的长时段过程。生产方式、生产
关系这些范畴，本身就是为理解历史进程的长时段逻辑而发展出来的。当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运动作为制度变迁的解释机制时，我们就可以追问为什么特定的制度形式在特定文明条件下具有
稳定性、又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向变革。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诸如货币、价值这些基本范
畴，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科学分析的特征。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就是一个对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
物出现的历史进程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变的是等价物的形态，不变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和交换
关系。在变的过程中寻求不变，就是从历史材料中提炼范畴；用不变的本质解释其历史形态的差
异，就是以范畴为工具的历史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方法，天然地带有一种起源发问，从而
能够在长时段的开放实验中提炼 “不变”。

提炼 “不变”，需要足够的历史长度和历史资料。因为起源发问本身要求一个足够长、足够复
杂的历史过程作为质料，否则 “不变”无从辨识，“变”也无从对应考察。要在文明史尺度上产生
新的范畴、寻求文明史尺度上的 “不变”“渐变”和 “稳定”及其对当代经济组织和制度特征的长
期影响，就需要找到能够承载这种长时段开放实验的历史资料。中国历史经验中呈现的特定形态，
诸如小农经济与国家财政汲取、社会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礼制秩序为基础的商业信任网络，盐
铁专卖这类国家深度嵌入经济过程的制度形式，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框架中形成于西欧资本
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某些预设，构成实质性对话。这并非没有先例，例如王亚南的研究就是把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对照，先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的货币形态、
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中国社会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中国社会的地租形态、中国社会的经济恐
慌形态等。在使用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时，王亚南也是从长期历史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中
的主要剥削形式不是资本剥削而是土地剥削。中国的农民 “不是因为缺少资本而被雇，宁是因为缺
少土地而被雇”①。王亚南之所以得出 “中国资本的全运动过程，不论是积累、是集中、抑是分散，
都捺上了商业或商业性的印记，而不是产业的”② 这样的结论，也是因为他在长期历史的印证中校
准了范畴的特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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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２６１、１４４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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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方法去审视文明史尺度上丰富的 “变”与 “不变”，是 “第二个结
合”在知识生产上体现出来的最深刻的意义。中华文明是极少数在超大规模地理空间内、历经
数千年连续演化并形成完整制度积累的文明之一，它在政治组织、经济协调、社会信任、法律
制度等领域积累的历史解决方案，对回答人类社会基本经济问题，如信任的生产与维系、公共
品的供给等，提供了另一种历史性回答。在这个意义上，以历史科学方法从中国文明史中提炼
范畴，为制度史和政策史的研究提供 “不变”的特定性，并不只是要建立一套只能解释中国的
本土理论，而是要为现有经济学提供多样性的理论入口，是对人类经济秩序和社会制度复杂性
的丰富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历史特质，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在知识体系建构的层面，这要求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时段分析中运用历史科学方法，提炼既根植
于中国历史经验又具有普遍理论解释力的经济学命题。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去套
中国历史，也不是用中国历史材料去印证既有教条，而是以历史科学方法为方法论基础，在中华文
明的长时段演化中追问诸如制度特征的来源、生产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这些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方法所擅长的分析对象，又是在文明史尺度上建立中国经济学自主基础理论命
题所必须回答的关键。

五、结语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的经济学理论源泉到被过滤掉的背景噪声，再到如今成为因果
识别的资料，每次转变都体现了经济学记住历史方式的变化，也体现了经济学能从历史中提取的知
识类型。当代历史经济学以历史自然实验为主要工具，在制度史尺度取得了因果识别的成就，但这
一方法的有效运作依赖可辨识的事件起点、可比较的处理组与对照组、有限时间窗口内未被打断的
因果链条等一系列条件。这种 “有因果才有历史”的选择性记忆方式，固然可以提升历史在经济学
中的地位，也有助于历史资料的数据化整理，却容易将历史演化裁剪成孤立的数据片段。历史不应
只是经济学家进行实证挖掘的矿场，而应是提炼经济范畴的基础，在复杂性维度上提供多样的、包
容性理论命题的生长空间。

一种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其生长土壤当然是独有的本土经验和独有的视角。然而，从自主
不是封闭而是平等对话这一点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平等对话中丰富和发展既有的经济
学知识体系；更适宜的命题和范畴成长空间，不是在 “财政部长在测算葡萄酒税的预期收益”这类
排他性程度较高的问题上，而是在涉及多重维度、必须存在相互竞争的解释假说这类排他性程度较
低的复杂性问题上，而在复杂性问题上提炼相关范畴、形成命题和理论，必然需要历史的深度和广
度，这是 “挖掘历史”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构建，要从遵从既有框架、套用中国数据的 “跟随式验证”这种高排他性领域，向低排
他性的复杂问题领域迈进，从而进入 “自主化提炼”阶段。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既不是不加分别地套用既有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所有范畴和理论，又
不是一定要从中国经验中推导出普适的经济学 “大通用模型”，而是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提炼具有真正可竞争性的、有学理性和解释力的范畴与命题，从而丰富经济学对制度多样
性、治理模式、国家—市场关系、技术和组织变迁等一系列本就必须存在竞争性解释的问题的理
解。历史的价值不在于确证某种单一理论，而在于呈现人类经济秩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处理
“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在有结构的时间尺度上识别出那些具有真正 “约束”意义和 “硬核”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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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范畴和命题，才能激活历史资源，把历史深度转化为理论高度，使中国经济学真正具备解释
自身、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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